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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的文本大数据测量∗

———以中国社会职业地位变迁为例(1940—2015)

陈　 茁

提要:基于问卷调查的社会结构定量测量存在时间跨度有限、测量维度

单一、隐性指标不足等问题。 为此本文阐述了一种基于文本大数据,运用自

然语言处理算法来测量不同时期的话语结构,进而反映社会结构及其变迁

规律的方法。 以中国社会职业地位的历史变迁(1940—2015)为例,本文基

于书籍大数据,从财富、权力、文化、声望四个维度刻画了职业地位和职业地

位结构的历史变迁图景。 该方法对传统问卷测量方法形成了重要的补充,
为缺乏问卷资料的场景,特别是大历史跨度下的主观观念结构和客观社会

结构变迁的测量提供了新的计算社会学工具。
关键词:社会结构　 职业地位　 计算社会学　 大数据　 机器学习

一、导　 言

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研究的关键概念和重点研究对象。 广义上说,社会结构

的概念十分宽泛,指社会行动者在互动基础上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协调

体系(郑杭生、赵文龙,2003)。 既有研究除了对社会结构进行基于经验的观察、
归纳和抽象分析外,也在探索以数量分析生成测量和描述社会结构变化的关键

指标。 通过数据分析社会结构能够清晰地看到社会结构不同层面的变动时序和

轨迹,是对“传统—现代”简单二分法的有益补缺(李培林,1992)。
如何测量社会结构? 一方面,研究者可以直接依据宏观社会经济统计指标

获得社会结构某一方面的测量,如收入分配、城镇化率、人口年龄分布等;另一方

302



面,研究者可以在科学抽样的前提下通过调查问卷刻画社会总体的职业地位、生
活方式、文化消费结构等。 尽管这些尝试丰富并繁荣了一代社会科学研究,但现

有的社会结构测量方式总体上依然存在以下三大问题。
第一,时间跨度有限。 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学界对社会结构的

数据收集和分析测量往往起步较晚,如中国社会结构调查在 20 世纪 90 年代

后才逐渐普及与成熟。 这意味着,关键指标的生成实际仅限于回溯近 30 年

的历史变迁。
第二,测量维度单一。 由于统计口径和社会调查的时间、成本及操作限制,

相关社会结构的测量往往聚焦于少数核心指标,或者含义高度聚合的综合性指

标,较少从多维度更细致地进行详细的数据收集。
第三,隐性指标不足。 社会结构的传统问卷测量更多倚重显性的客观事实

性指标,对隐性的文化观念指标往往缺乏丰富的测量手段,而观念本身也是社会

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有没有一种新的测量方式,能让社会结构的测量突破时间、维度和隐

性测量的限制,相对准确地反映社会结构图景和变化过程? 本文认为,基于文本

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方法可以构成测量社会结构的计算社会学路径,其基本思路

是:运用图书、新闻、史料、政策等文本语料,通过词向量等自然语言处理方法,对
不同时期的文本话语结构进行量化,进而生成测量社会结构的具体指标。

不难发现,该方法的逻辑前提是社会话语和社会现实之间、话语结构与社会

结构之间的紧密关联。 一方面,话语反映社会结构,记载着社会现实、文化认知、
集体心态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话语建构社会秩序,它直接生产、调节和控制各

种形式的实践、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辛斌,1996;黄国文、徐珺,2006)。 同时,
话语是历史性的,不同时期的话语存在差异。 这意味着,如果能对不同时期相对

稳定的话语结构进行测量,就可以在认知层面直接测量主观社会结构,同时在相

当程度上间接折射真实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过程。
由于社会结构含义宽泛,不少研究将职业地位结构看作社会结构的核心

组成部分(刘欣、田丰,2018)。 因此,本文将以职业地位结构为例进行具体的

方法演示。 本文第二部分将探讨使用文本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测量社会结构

的方法论基础;第三部分将提出基于语义分析方法测量职业地位的具体策

略,并验证方法有效性;第四部分将通过社会地位的描述总结中国近几十年

职业地位和职业地位结构的变迁趋势;第五部分将对这一分析方法的优势和

局限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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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论基础:基本前提和分析框架

(一)话语结构与社会结构

使用文本大数据来测量社会结构的关键前提是:对特定语言的符号意义测

量能够产生对宏观社会结构的正式描述。 根据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的观点,语言并不是主观意图的直接产物,而是一种宏观结构( de Saussure,
2004)。 符号、图像、动作或事物的意义或多或少是固定在社会、空间、时间或历

史符号秩序中的(Keller,2011)。 个人所表达的符号取自社会历史生成的集体知

识库,语言的使用是与广泛的社会文化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创造了语言,因此

参照这种惯例来描述语言单位,也是在考察真实的社会结构(Lemert,1979)。
而话语就是规范、结构化的符号使用实践。 它是特定历史时期谈论特定话

题的表述方式,它组织并构造如何谈论某一话题、对象和过程,它为社会和人的

行为做出描述、规定、许可和限制(张铮等,2021)。 福柯将话语视为社会历史的

实践,将话语分析从特定的语言问题中解放出来(Keller,2011)。 批评性话语分

析学派进一步将话语是社会的构成要素、语言反映现实并影响社会过程、话语具

有历史性等作为话语分析的核心观点(Fairclough,2013)。 与内容分析将文本看

作单纯的信息流通过程不同,话语分析倾向于把文本置于历史和社会语境中,揭
示其背后的意义生产模式、意识形态和文化内涵(胡春阳,2007)。

因此,分析文本中的话语结构也就跟分析社会结构联系在了一起。 而从话语

结构到社会结构的逻辑实际上可以细化为两个步骤:其一,直接测量主观社会结

构。 作为人类文化载体的文本大数据实际上蕴含了人类普遍的观念结构,而对话

语结构的测量也就能直接反映人们对社会结构的主观认知。 其二,间接反映客观

社会结构。 主观社会结构既是对客观社会结构的反映,又对客观社会结构存在导

向和形塑作用,因此能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客观的社会结构状态。 换言之,文化架

起了通往整体社会结构的桥梁(陈云松,2022a),通过对文本大数据进行话语形态

的变迁分析,能够为主客观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多维度测量提供另一种可能性。

(二)词语关系与话语结构

如何测量话语? 目前主流的话语研究方法主要是对实际文本进行定性分

析:基于少量话语,依赖研究者的主观介入,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在全文及语境

下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Biber et al., 1998)。 但传统话语分析模式存在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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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包括分析范围小、主观解释存在偏见、微观分析难以支持宏观社会视角、研
究结果不可重复等问题(Biber et al., 1998;辛志英,2020)。 换言之,基于质性研

究的话语分析方法固然有其优势,但并不擅长利用文本大数据客观地从宏观层

面把握整体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趋势。
除了定性话语分析之外,近年来语料库话语分析迅速发展 ( Kennedy,

2014)。 语料库话语分析将词汇作为研究的中心,通过基于词汇的量化统计找到

术语之间的统计相关性,常用的方法包括语义编码、词频分析、词语共现和搭配

模式分析等。 通过大批量、标准化的数据分析模式,语料库话语分析能够帮助揭

示直觉难以察觉的模式和规律,减少研究者的主观偏见(McEnery & Hardie,
2012)。 但限于时代和技术发展,这样来测量话语结构依然存在局限:词频、词语

共现和搭配的统计只能揭示语言使用的表面模式,难以捕捉深层次的语义关系;
通过人工语义标注的方法(如标注词语意义、近反义词关系、上下位词关系)只
能覆盖有限的词汇和短语,难以面向随时间变化的词语意义和话语结构。

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为量化分析话语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根据语言学的理

论,一个词的含义由它所处的上下文语境来决定;两个词的使用语境越相似,也
就越倾向于表达相同的含义(Harris,1954)。 因此,词汇的意义和功能可以通过

它们在语言中的分布模式来推算,如果两个词在类似的上下文中频繁出现,它们

很可能有相似的意义和功能。 这一分布式语义假设成为目前自然语言处理的基

础理论之一,即机器学习可以通过分析大量文本数据学习每个词在各种上下文

中出现的模式,然后使用这些模式来表示词的语义。 分布式语义分析能够基于

海量数据并根据词语之间的分布关系来“自下而上”地自动学习词汇的含义,处
理随着时间变化而新出现的词汇和话语结构,反映语言的变化。

(三)测量社会结构的方法框架

在以上两个前提的基础上,测量社会结构的基本思路是:基于文本大数据,
通过词语之间的关系和词表设定发现关于特定对象或话题的普遍表述模式,进
而通过对话语结构的测量反映社会结构。 这具体可以细分为以下五大步骤。

一是收集文本大数据。 文本大数据是反映社会结构的一手资料,大数据的

选择关系到测量何种形式的话语以及社会结构。 需要注意不同类型的文本反映

了不同对象或者场域的话语结构,比如政府文件反映官方话语,新闻报道反映媒

体话语,书籍小说反映大众话语,消费广告反映商业话语等。 研究者可以收集不

同类型的大数据进行互相验证,也可以比较不同叙事主体的话语差异。 另外,收

602

社会学研究 　 2025. 2



集不同时期的大数据能够分析社会结构的历时性变迁;收集不同地域的资料如

地方志、跨国书籍等,能够对不同区域的社会结构进行横向比较。
二是训练自然语言模型。 借助机器学习算法,研究者可以依据文本中词和词

之间的关系,自下而上地将词语转化为能够表征词汇意义的向量和指标。 这些向

量和指标反映了语料中最普遍的用语模式,即话语结构。 研究者可以根据分析目

标选择不同的模型:如果侧重于进行多语料类型、跨时期、多空间的比较分析,则推

荐直接基于不同属性的子语料分别训练模型;如果分析侧重于描述人类最普遍的

话语结构,则推荐使用生成式大语言模型等已经基于超大规模语料预训练好的模

型,以提供“整体事实”的视角来反映人类的普遍观念(梁玉成,2024)。
三是制定社会结构的测量策略。 社会结构表现为方方面面,研究者需要针对

具体的研究议题制定具体的指标测量策略。 首先,研究者应该明确分析的对象,如
职业、性别、国家、组织、亚群体、概念等,构建分析对象词表。 其次研究者应该明确

分析的维度,构建分析维度词表,也即需要对研究对象的哪些方面进行测量。 最

后,研究者需要确定社会结构指标的计算方式。 指标的操作化过程比较灵活,一般

来说,可以先计算分析对象词汇与不同分析维度词汇之间的空间距离,将分析对象

投射在对应的分析维度上,再根据需要进行更灵活和细致的计算分析。①

研究者如何构建分析对象和分析维度的词表? 一方面可以查阅词典,或使

用既有研究编撰的特定领域词表。 另一方面也可以采用数据驱动的方法,根据

训练好的词向量寻找同义词,或者通过人工排查所有词表的方式来完成。 需要

注意的是,如果要对基于不同语料训练的多个模型开展比较性分析,应尽量先在

同一个模型内部生成指标的标准化值,再进行跨模型比较。
四是验证分析有效性。 为保证对社会结构指标测量的效度,研究者需要验证

分析的有效性。 在理想情况下,如果有社会调查数据,可以直接对调查数据和基于

文本大数据测量的社会结构指标进行比照;但使用文本方法测量社会结构的情况

大多是因为社会调查数据缺失,这时可以采用局部验证整体的思路,对能够与问卷

数据相匹配的部分年份、部分维度指标进行比照,进而推定整体模型。 当完全缺乏

社会调查数据时,可以选择多来源的文本大数据,进行多重交叉验证。
五是描述社会结构。 研究者使用验证过的分析策略生成社会结构的具体操

作化指标,对社会结构进行描述,呈现研究对象在不同维度下的现状、在不同时

期的变迁趋势以及在不同区域下的结构性差异。 同时,研究者可以将该指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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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社会宏观指标进行链接,以便进一步探讨社会结构的影响机制。 使用文本

大数据测量社会结构的方法框架见图 1。

图 1　 使用文本大数据测量社会结构的方法框架

事实上,已有一批研究运用类似方法对多个议题进行了测量。 例如,科兹洛

夫斯基(Austin C. Kozlowski)等人提出文化几何学,量化了阶级与财富、就业、教
育、修养等维度的关系和历史变化趋势,以此来理解阶级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含义

(Kozlowski et al., 2019);加格(Nikhil Garg)等运用类似的方法对 100 年来英语

文化中的性别和种族观念进行了量化(Garg et al., 2018)。 在此基础上,本文聚

焦于这些研究通用的方法论价值,探讨使用文本大数据和语义分析测量社会结

构的可能性、优势和局限。

三、职业地位的文本大数据测量:中国案例

社会结构含义宽泛,可以细化为地位结构、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组织结构、
城乡结构、消费结构等(陆学艺,2010;李培林,2011;刘欣、田丰,2018)。 由于职

业地位常常被社会学家用来测量社会结构分化的程度和形态分布,同时 20 世纪

80 年代涌现了一大批关于中国职业地位的调查研究,这为验证方法有效性提供

了参照标准,因此本文将以“职业地位”为例详细演示如何使用上述方法框架对

大历史跨度下的职业地位及其结构变迁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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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业地位的传统测量方法

职业声望是人们对各种职业做出的主观评价,是最早和最广泛使用的测量

职业地位的指标之一。 测量职业声望一般采用主观评价法,即借助社会调查获

取访问者对一些职业的评分,对职业进行打分、分级或者排序(高顺文,2005)。
在中国,关于职业地位测量的研究绝大多数采用主观评价法(Lin & Xie,1988;李
强,2000;许欣欣,2000,2005;李强、刘海洋,2009)。 主观评价法的测量方式简单

直接,且能够捕获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因素和价值观念。 但由于数据收集方式的

限制,这种方法只能测量少部分职业,因而也难以描述和分析整个职业地位的分

层体系(李春玲,2005a)。 不止于此,职业声望也并不总是与收入、教育等职业

属性相关(Hauser & Warren,1997)。
另一种常用的测量方法是以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为代表的客观测量方法,其

基本思路是依据教育、收入等客观指标,通过拟合模型和权重分配等方法,建立

职业地位分数的方程模型。 典型的研究是邓肯(Otis Dudley Duncan)基于职业

收入和教育程度来计算社会经济地位指数(Duncan,1961);在中国,边燕杰、李
春玲等学者也基于收入、教育等因素构建了职业地位评价得分(Bian,1996;李春

玲,2005a)。 相比于主观测量法,客观测量法能依赖少量职业对大量甚至全部职

业的地位指数进行计算和推测,且同时考虑职业相关的多个维度;但其缺点在于

十分依赖权重和测量维度的科学设定,同时容易忽略文化价值观念等难以量化

的非经济因素。
不论是主观还是客观测量,测量职业地位事实上都绕不开一个关键问题,即

职业地位包含哪些维度。 社会学先驱韦伯最先提出社会地位三分法:由财产占

有不同产生的经济地位差别,由权力占有而产生的政治地位差别,以及由社会评

价和荣誉占有不同而产生的社会地位差别(韦伯,2010)。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

论认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共同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并将文化

资本进一步纳入社会地位的分析维度(Bourdieu,2018)。 同时,赖特(2006)特别

强调了专业技术与劳动过程的关系,认为专业技能不仅影响个体的职业地位,也
决定了劳动者在生产体系中的阶级属性。 这些研究表明,职业地位的测量并非

仅仅包含一个单一指标,而是包含着内涵丰富的子维度。
表 1 列举了 11 项测量职业地位的代表性研究。 如该表所示,中国最早的关于

职业地位的测量可以追溯到 1983 年,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的相关调查与研

究非常丰富。 总体看来,尽管职业地位的相关研究已经较为成熟,但仍然存在需要

补足的空间。 第一,从时空范围上看,多数研究都是基于特定年份和一定地域的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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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研究,缺乏超大时间跨度和空间尺度的整体宏观测量和变迁研究。 第二,从测量

的维度看,这些研究在测量分析时多采用一个综合指标,对各个职业地位维度分项

进行独立分析的研究几乎没有。 然而,职业地位的各个维度是相互关联但不完全

重合的,更好的选择是独立地分析每一个维度(Hauser & Warren,1997)。 第三,从
测量的隐性指标看,客观法直接剥离了职业地位的主观评价维度,主观法可能由于

测量指标相对抽象,并不总是与收入、教育程度等客观属性相关。

　 表 1 职业地位代表性研究方法统计

研究 年份 地域 职业数量 测量方法 测量维度

Lin & Xie,1988 1983 北京 50 主观法 单一指标

Bian,1996 1988 天津 46 客观法 教育、收入

许欣欣,2000 1987 北京、沈阳 85 主观法 单一指标

陈婴婴,1995 1993 百县市 100 主观法 单一指标

蔡禾、赵钊卿,1995 1994 广州 102 主观法 单一指标

李强,2000 1998 北京 100 主观法 单一指标

仇立平,2001 1999 上海 50 主观法 收入、权力、声望

李春玲,2005a 2001 全国 161 主客观 收入、教育、权力、部门、社会歧视

迟书君,2003 2001 深圳 81 主观法 单一指标

许欣欣,2005 2002 全国 51 主观法 单一指标

李强、刘海洋,2009 2009 北京 99 主观法 单一指标

(二)职业地位的文化测量:数据、方法和效度

1. 数据来源

书籍作为人类文化观念表达和传承的主要方式,反映着社会的文化认知、集
体心态和价值观念,为职业地位的测量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已有相关学者基

于书籍这一重要文化载体量化地测量和分析社会普遍的文化认知、集体心态和

价值观念(陈云松,2015)。
本文使用目前全球最大的数字化工程项目即谷歌图书的中文图书语料库,

来测量职业地位。 截至 2012 年的官方统计数据,谷歌图书数据库已经囊括人类

全部印刷总量的 6% ,其中涉及中文图书 30 万部,中文词汇 268 亿余个( Lin
et al., 2012),并且依然在不断补充和更新。 为了规避可能的伦理问题,该数据

库开发了 N-gram 工具,对文本数据进行直接切分、断句,实现以词语或词组为单

位的统计分析。 我们借鉴科兹洛夫斯基等人的研究思路 ( Kozlowski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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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选取所有 5-gram 的中文词组作为分析原语料。① 5-gram 是指由 5 个词语

组成的序列,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词组。 根据 N-gram 的筛选规则,5 个词语在一

起使用超过 40 次才会被作为 5-gram 统计。
而以谷歌图书的中文 5-gram 语料为基础来测量职业地位主要是基于以下

三个原因。 第一,作为最大的数字化图书数据库,它不仅体量大,而且还包含了

多种类型的文档,如小说、政府文件、科学文本、调查报告等,能尽可能地反映一

定时期内人们对职业的普遍观念和文化共识。 第二,超长时间的书籍可追溯性

保证了大历史跨度测量的可能性。 第三,书籍生动具体的文本语境信息提供了

灵活多样的分析维度。 一方面,我们可以对所有在书籍中出现过的职业进行测

量,而不必拘泥于调查问卷中涉及的少量主要职业;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灵活地

选择分析维度,构建涉及财富、权力、文化、声望等多方面的立体化测量指标。
2. 模型训练

近年来,词嵌入方法已被广泛用于测量语义信息(龚为纲等,2019;刘河庆、
梁玉成,2021),本文采用该方法来衡量职业的文化意义。 嵌入空间中词语之间

的距离通常用词语向量间夹角的余弦值来评估,代表两个词语语义联系的紧密

程度。 如果一些词语有类似的上下文,或者经常出现在一起,它们的向量表示在

高维空间中将会靠得很近;反之,如果一些词汇并不常共同出现,且并不享有同

样的上下文,它们的向量距离则会较远。 例如,如果“科学家”和“发明”两个词

的余弦相似度很高,则代表着两个词常常出现在同一语境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模型的训练过程中,目标词及其上下文的配对依赖动态滑

动窗口的大小。 从理论上来说,更大的滑动窗口会涵盖更多的上下文信息,从而

有更高的准确度。 但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使用的数据为书籍中 5 个词语组成

的词组(5-gram),这意味着模型训练窗口最大只能设定为 4。 而既有研究和文

献已从多角度证明了使用 5-gram 捕捉语义关系的有效性(Garg et al., 2018;
Kozlowski et al., 2019)。 事实上,Skip-gram 模型训练过程中默认的滑动窗口也

仅为 5,且距离更远的词汇在训练时也会被赋予更低的权重。② 不止如此,一些

研究者也比较了滑动窗口设置为 2、5 和 10 三种情况下的模型效果,在数据量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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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值得一提的是,谷歌图书的中文语料构建是基于简体中文的。 尽管 1956 年才开始正式推行大规模的

使用简体字,但新中国成立前国民政府曾多次推行汉字简化,共产党领导范围内的油印刊物也采用并

创造了很多简体字。 同时,早期中文语料中可能混入少量越南、韩国等地区的出版资料,但这种情况

随着 20 世纪 30、40 年代越南、韩国相继颁布废除汉字的法令而消失。
例如,如果滑动窗口设置为 5,模型则会利用目标词前后各 5 个词语作为输出,且五个词的权重将分

别为 5 / 5,4 / 5,3 / 5,2 / 5,1 / 5。



大的情况下,三种效果并不存在显著的效度差异(Levy et al., 2015)。
为了追踪随着时间推移的语义变化,本文以 10 年为时间范围,5 年为滑动

间隔,将 1940 年到 2015 年共计 75 年的书籍大数据划分为 14 个子语料库,①并

在此基础上分别训练了 14 个 Word2Vec 模型。② 这些模型分别代表了 1940—
1950、1945—1955、1950—1960 等以此类推的阶段性话语结构。 遵照相关标准

(Mikolov et al., 2013),本文将词向量维度设置为 300,最大窗口设置为 4,训练

时删去了出现次数小于 50 的词。 表 2 显示了 14 个词向量模型的基本情况。

　 表 2 14 个词向量模型的基本情况

模型 语料范围 文档数 词语数 模型 语料范围 文档数 词语数

1945 1940—1950 685405 13165 1980 1975—1985 291600225 39637
1950 1945—1955 1530054 13435 1985 1980—1990 63593881 44657
1955 1950—1960 17400030 23348 1990 1985—1995 768691103 44259
1960 1955—1965 27649733 24060 1995 1990—2000 713278626 45192
1965 1960—1970 16845319 21861 2000 1995—2005 660748454 44801
1970 1965—1975 17265600 22454 2005 2000—2010 482594943 44898
1975 1970—1980 61062870 29954 2010 2005—2015 160253622 41649

3. 职业地位的测量策略

依据词嵌入和职业地位不同维度的单词列表,我们可以测量一组职业的地

位得分。 具体来说,参照韦伯的社会地位三分法和布迪厄的资本理论(韦伯,
2010;Bourdieu,2018),本文将职业地位的测量细分为四个维度:财富、权力、文
化和声望,代表四个场域资源在不同职业中的分配情况。 我们参照加格等人测

量性别刻板印象偏差的方法(Garg et al.,2018)构建职业地位的测量策略。
首先,对于每一个维度分别构建两组词,一组用来形容职业高资源集聚的状

态,如“富有”“博学”等;另一组用来形容职业低资源集聚的状态,如“贫穷”“文
盲”等,以此作为该维度的两极。 其次,以职业为中心词,分别计算职业与高资

源组词和低资源组词的距离,用以衡量该职业在多大程度上倾向于出现在高资

源语境或者低资源语境中。 最后,使用该职业与高职业组词的平均距离减去该

职业与低职业组词的平均距离,以此作为该维度的具体得分。 如果该得分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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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谷歌图书收录的中文图书可追溯的时间范围要早于 1940 年,但 1940 年之前的数据相对较少,原因可

能是词语低频或遗漏而带来的测量偏差。 为保证严谨性,本文从 1940 年开始进行分析。
以 10 年为语料范围是因为语义信息的准确计算需要较大的文本数据作为基础,10 年间的书籍数据

能够较好地保证充足的训练语料。 滑动间隔( sliding interval)是一种处理时间序列数据的方法,专门

保留一些数据重叠,用于平滑数据和捕捉更细微的变化。



值,意味着该职业更常出现在高资源语境中,人们对这一职业的认知和评价更

高;反之则评价较低。 四个维度得分的均值计为总体职业地位得分。
接下来,本文以财富维度为例更具体地说明计算过程。 考虑现有的“富有”

和“贫困”这两个词,计算“科学家”和“富有”两个词向量的余弦距离记为 D1,计
算“科学家”和“贫困”两个向量的余弦距离记为 D2,而 D1 和 D2 则分别代表“科
学家”与“富有”或“贫困”共同出现的概率高低。 由于单个词语的计算难免会带

来偏差,我们进一步考虑两组词:一组是形容财产较多的词,如“富裕” “富有”
“宽裕”等;另一组是形容财产较少的词,如“贫穷”“拮据”等。 而后,我们分别计

算每组的每一个词与“科学家”的距离,并计算两组词与“科学家”的距离均值

M1 和 M2。 最后,M1 - M2 的值即为科学家在财富维度上的地位得分。
如果用公式表示,每一维度的职业地位得分即为:

Sh = 1
n∑

n

i = 1
cos(WO,Whi)

Sh = 1
n∑

n

i = 1
cos(WO,Wli)

Op = Sh - Sl

　 　 其中,Sh代表职业与高地位词语的平均距离,Sl代表职业与低地位词语的平

均距离,WO代表职业词汇,Whi代表高地位词汇,Wli代表低地位词汇,Op代表该维

度下某个职业的地位得分。
接下来,本文采用人工设定和数据驱动相结合的方法确定词表。
(1)职业词语的选择

对于职业词汇,最直接的办法是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等官方文

件,然而,将这些职业词汇运用在本研究中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官方职业分类所用名

称十分规范,如“人民法院负责人”等,但书籍使用的词汇偏向于更通俗的称呼;其二,
职业会随时间改变,我们难以使用当今的职业分类大典去衡量跨越长时间段的职业

情况。 因此,本文通过人工判断的方法,以所有模型中包含的词语为依据,从四万余

个不重复的词语中挑选出与职业有关的词汇作为职业选词,共计 382 个。①

(2)维度词语的选择

对于财富、权力、文化和声望四维度词语的选择按照如下步骤:首先,查阅现

代汉语词典,尽可能多地囊括能体现各维度下评价高低的词汇,建立初步词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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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鉴于部分职业的文本适用性限制,职业选词中使用部分职务称呼来代替职业称呼,如使用“局长”来

代指广义的“国家机关负责人”相关职业。



但由于一些词语可能存在一词多义、特殊用法、词义发生较大变动、出现频率低

等情况,将其纳入会进一步带来测量噪音,因此还需要对这些词语做进一步筛

选。 具体的做法是,以社会调查计算的真实职业地位作为参照标准,如果依据某

个词汇测量的结果与真实数据完全不相干甚至反相关,则将其作为噪声剔除。
经过人工筛选和数据驱动后,每个维度的测量词表如表 3 所示。 同时我们还构

建了一个每维度只包含 10 个词语的子词表进行稳健性检验,其设计原理在于,
同一维度下往往存在很多词语且难以穷尽,如果只使用部分词能够得出类似的

效果,则意味着尽管词语未完全罗列,依然能够得到准确的操作化结果。

　 表 3 职业地位四维度测量词表

财
富

殷实、富饶、富裕、昂贵、高档、阔气、豪气、富有、余裕、豪华、富足、宽裕、富庶、奢侈、富人

穷困、清贫、穷苦、低收入、清苦、赤贫、贫寒、乞讨、贫民、一贫如洗、贫困、穷人、贫穷、贫苦、拮据、廉价

权
力

领导、决策、监察、管理、控制、强制、统领、审查、协调、任免、拍板、管辖、指挥、统治、特权、掌控、权
势、要求

勉强、无奈、忍让、受气、冤屈、委曲求全、受屈、逆来顺受、服从、隐忍、妥协、忍耐、被迫、听命、依附

文
化

才华、学识、广博、栋梁、知识、贤明、智慧、有才、渊博、英明、饱学、研习、博学、才干、学习、读书、才
子、鸿儒、专业、精通、娴熟、技术、技能

愚钝、孤陋寡闻、笨拙、笨蛋、白痴、愚笨、愚昧、文盲、半文盲、不识字、辍学、无知、弱智、肤浅、退学、
没文化、失学、愚蠢、落后、无能、平庸、拙劣

声
望

驰名、尊敬、楷模、敬重、崇敬、佩服、荣誉、知名、榜样、拥戴、杰出、著名、爱戴、景仰、敬仰、仰慕、名
望、敬佩、敬意、威望、闻名、敬爱、崇拜

卑微、看轻、俗人、庸人、鄙夷、下贱、底层、下层、卑贱、难堪、丢人、不体面、鄙视、蔑视、侮辱、庸碌、
轻视、轻蔑、歧视、窝囊、看不起

4. 职业地位的测量效度

本研究所用的测量策略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真实社会的职业地位? 本文将

从书籍中测量的职业地位和基于社会调查的真实职业地位进行了比较。 我们以

从 1982 年到 2009 年、跨度为 27 年的 6 篇职业地位的实证调查为基准(Lin &
Xie,1988;陈婴婴,1995;许欣欣,2000,2005;李春玲,2005a;李强、刘海洋,
2009),根据每项调查实施的年份,测试了 1980 年至 2015 年期间的六个模型。

图 2 以 2001 年李春玲测量的职业地位分数为基准,详细反映了调查数据和

书籍数据测量①的相关性情况。 我们使用书籍测量结果对真实结果拟合了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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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李春玲的调查于 2001 年开展,因此我们选取时间跨度为 1995—2005 年的模型计算职业地位,比
较两者的相似性。 李春玲的研究列出了 81 个职业的声望,经过删选只有部分职业可与书中的词汇相

匹配。 原因是部分职业分类较细,被合并为职业大类(如中学教师、小学教师等被合并为教师),同时

部分职业在书籍中不存在(比如市民主党派负责人)。



直线,大部分职业集聚在拟合线的两侧,书籍测量的职业地位与真实数据测量的

职业地位显著正相关(P = 0. 000; R2 = 0. 509)。 同时,两者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

0. 712。 这意味着,基于图书的测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真实社会情况。

图 2　 书籍与调查数据计算的职业地位分数相关性

图 3 反映了客观调查与大数据测量的相对应时间段职业地位间的皮尔逊相

关系数,包括全部选词和部分选词的稳健性分析结果。 事实上,基于大数据的测

量策略所得的结果与所有调查分析结果的关系都十分显著,相关系数均在 0. 5
以上,意味着该方法有较大的效度。 但基于书籍的测量又确实与客观调查数据

存在一定偏差:前者测量的实际上是人们对于职业地位的主观认知结构,而通过

观念来折射客观社会结构仍可能与真实社会存在差异。 ①

图 3　 书籍职业地位分数与客观调查数据的皮尔逊相关系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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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横轴的年份为职业地位的调查年份,而非论文发表年份。



四、历史变迁中的职业地位和职业地位结构

(一)职业地位的历史变迁

1. 宏观层面:量化职业地位的时代差异

从宏观层面看,近几十年来职业地位是否存在明显的时代变化? 图 4 展示

了基于各时期子语料计算的职业地位得分两两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系数越高

颜色越深,代表这两个时期的整体职业地位得分越相似,职业地位变化越小。①

举例来说,对角线上为两个相同时期的职业地位,故相似度最高为 1;1945 年的

职业地位与 1950 年的职业地位相似度最高,相关系数达到 0. 77。
总的来看,中国的职业地位变化并不总是稳定的,在 1980 年前后存在非常

明显的分界线。 1980 年之前,职业地位总体不稳定,仅仅相邻年份的相似度比

较高,职业地位处在不断变化之中。 特别是 1945—1950 年前后的新中国成立时

期、1970 年前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地位变化极大。 但同时,在 1955—
1960 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临近年相关系数达到 0. 88,预示着一个短暂的相对稳

定期。 到 1980 年后,整体职业地位变化趋于稳定,该时期职业地位相似度明显

呈现一个颜色相近的“矩阵块”,职业地位相似度基本高于 0. 8。

图 4　 职业地位(四维度均值)时代变化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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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考虑到不同时期的语料中涉及的职业数量不一致可能带来潜在偏差,本文专门针对在所有年份中都

出现的 85 个职业做了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跟全部职业的分析结果具有非常高的一致性。



图 5 展示了四维度职业地位在不同时期两两间的相关系数。 可以发现,在
四维度地位中,权力地位维度的时代变化最为稳定,财富地位最不稳定。 其中,
财产地位的剧烈变动集中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文化和声望地位的剧烈变动

集中于 20 世纪 70 年代。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四维度地位也均趋于稳定,形成

明显的颜色更为接近的深色矩阵块;但相比财富和文化维度而言,职业地位在声

望和权力维度的变化更为稳定。

图 5　 四维度职业地位时代变化的相关系数

上述职业地位的时代变迁说明了什么? 回看以往职业地位的研究,一种流

行的观点是: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同一社会不同的群体成员对职业地位

的评价可能非常相似。 特雷曼(Donald J. Treiman)对 60 个国家 85 项职业声望

的研究结果表明,声望在时空上基本是不变的(Treiman,1977),这种稳定性被称

作特雷曼常数。 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从宏观大历史尺度看,特雷曼常数并不完

全适用于经历了反帝反封建、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开放等重大变革的近现代中

国社会,这挑战了特雷曼关于职业声望在时空上具有普遍稳定性的观点。 同时,
本文拓展了测量变迁的时间和维度边界,量化了职业地位在不同时代的变迁程

度以及重要时间转折点,同时明确了财富、权力、文化和声望变迁的不同稳定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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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微观层面:多职业、多维度的变迁轨迹

中国的职业地位在特定时期具体是如何变动的? 本部分将基于部分典型职

业的微观分析进一步展示变动的具体方式。 为便于不同时期模型的比较,我们

将同一时期的所有职业地位得分缩放标准化为 0 ~ 100 的得分。① 图 6 详细展示

了部分典型职业地位在四大维度上的时间变化趋势,②其中,纵坐标代表职业地

位标准化得分,横坐标代表年份。 微观职业地位变迁特点主要有如下表现。

图 6　 典型职业各维度地位的变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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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标准化之后的值实际上是每个时期内所有职业的相对地位,相对地位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并不代表绝

对地位的增加或减少,而是说相对于该时期的其他所有职业的变化特征。 之所以不用职业地位的绝

对数值,是因为绝对数值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职业地位的整体结构性上升或者下降。
限于篇幅,本文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 年版)》划分的七大类职业(不包括第八类

“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在每一类中选择部分典型代表性职业进行展示。 由于职业称呼中部

分职业之间存在嵌套或重叠,本文对这些职业称呼进行了合并和均值计算,例如“警察”实际上是对

“警察、武警、警卫、民警、交警、巡警、刑警”等多个词语计算后得出的均值。



20 世纪 50—60 年代,职业地位明显提高的职业包括工程师、公务员、教师、
军人、工人等。 伴随着新中国工业化建设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出现,体制内外的

社会分割强化,城市居民、体制内人员的职业地位提升,农民地位在 20 世纪 50
年代略有下降。

20 世纪 70 年代是职业地位变动最剧烈的时期之一,剧烈变动典型表现为

科学家、工程师、公务员、画家、作家、教师等职业地位下降,飞行员、运动员、警
察、服务员、厨师等职业地位上升。 其中,知识、文化类职业地位由于“文化大革

命”而受到打击;20 世纪 70 年代飞行员和运动员职业地位的变化与我国航天事

业、国家外交和综合国力联系紧密。
20 世纪 80—90 年代,改革开放后的职业地位变化表现为:首先,专业技术

类职业的地位重新上升,科学家、工程师、教师、记者、医生、画家、作家等职业地

位重新提高。 其次,飞行员、运动员职业地位相对下降,可能与这两个职业的政

治、外交属性相对剥离相关。 服务员、司机、保姆等传统服务业职业和农民的职

业地位也有不同程度地下降。
21 世纪初,职业地位变化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公务员职业地位随着市场化改

革的深化而小幅度下降,官本位呈现淡化趋势;医生、导演、作家等专业技术和文化

艺术类职业地位小幅度上升;司机、服务员等传统服务类职业的地位继续下降。
上述职业地位在不同时期呈现变化的内在动力是什么? 本文尝试对上述描

述性结果进行推测性解释,将成因归纳为三大轴线。 一是政治力量主导的轴线。
从新中国成立、三大改造、“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政治力量几乎是 20 世纪

80 年代前职业地位变化的最主导因素。 高知型和文体类职业是这一时期受到

影响最大的职业类型,同时工程建设、航空航天、体育事业等相关职业也在很大

程度上因与国家综合实力和外交声誉联系紧密而被赋予高社会地位。 二是产业

结构发展的轴线。 产业发展刚起步时相关职业往往被赋予较高的职业地位,如
20 世纪 60 年代工业发展初期的工程师、厂长和工人,20 世纪 70 年代服务业发

展初期的司机、厨师和服务员。 改革开放之后,市场要素配置带来的最直接影响

是专业技术职业地位的提升,第一、第二产业和传统服务业的职业地位下降或趋

于稳定,文娱类(如导演、作家)职业地位提升。 三是传统文化观念的轴线。 在

尊师重教和官本位文化传统的影响下,知识型和公职类职业地位一直较高,且知

识型职业具有极高的职业声望。
通过分析职业内部四维度职业地位的分化与重叠,同样可以发现有趣的现

象。 从实证分析结果看,职业的财富、权力、文化、声望地位并不总是一致的。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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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科学家、教师等知识型职业的典型特点是声望和文化地位高,而权力和财富

地位相对较低。 尊师重教的中华文化传统让人们对这些职业充满敬重和赞誉,
同时这些职业也被赋予无私奉献的理想化形象。 又如,文化类职业(导演、画
家、作家、记者等)表现为高声望、高文化、高财富、低权力的分化。 服务类职业

(司机、服务员、保姆等)虽然财富、权力、文化地位较低,但声望地位相对较高。
四维度地位的一致性分析可以为测量社会结构提供一个具体、连续的量化

视角。 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特征,学界一直以来存在“碎片化”和“结构化”的争

论(李春玲,2005b)。 持“碎片化”观点的学者认为当前的社会是一个多元分化

的社会,利益群体在不同分化坐标上是相互交叉的,不存在绝对的分界线(李
强,2008)。 持“结构化”观点的学者认为多维度的地位分化趋于一致,特别是经

济地位的差异扩散到其他领域,各维度资源的叠加形成整体性社会聚合体(李
路路,2003)。 实际上,碎片化和结构化都是描述社会结构分化的理想类型,本文

的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分化表现出碎片化和结构化并存的局面:职员、工人、农
民、军人等职业表现出更高的地位一致性;而其他职业特别是专业技术类职业多

存在一定程度的维度分化。

(二)职业地位结构的历史变迁

在刻画完职业地位变迁的基础上,本部分将进一步结合职业地位得分和职

业频率,刻画社会整体职业地位结构的变迁情况。① 图 7(A)反映了 1940—2015
年 14 个子语料库下的职业地位结构,每一时期的地位结构图包含左右两个部

分,左边为地位分布曲线,高度为职业地位的得分,宽度为某一职业在书籍中出

现的频率;右边为地位分布箱线图,反映了所有职业地位的四分位分布。 图 7
(B)进一步呈现了反映地位结构的具体指标,一是反映职业地位的最大分化程

度的极差,即该时期最高和最低职业地位的差值;二是反映职业多样性和均衡程

度的职业熵,由信息熵公式计算得出,如果该时期文本大数据中出现的职业种类

越多样,不同职业间分布的数量越均衡,则职业熵越大。
各时期职业地位箱线图的中位数值(箱子中的黑色线)反映了职业人群的

中间值所处的地位水平。 总的来看,近几十年我国的职业地位结构经历了整体

的结构性上移。 进一步,不同时代职业地位结构也呈现不同的分布特点。
20 世纪 50—60 年代初的职业地位结构表现为多层分化的塔型结构。 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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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考虑到不同时期的语料中涉及的职业类别不一致可能带来潜在的偏差,本文专门针对在所有年份中

都出现的 85 个职业做了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跟全部职业的分析结果具有非常高的一致性。



图 7　 职业地位结构的历史变迁

经济恢复时期的职业地位极差存在短暂的小幅度上涨,但职业的多样性和均衡

程度则不断下降。 在过渡时期,由于一系列社会改组措施,职业地位结构呈现不

连续多峰分布,意味着职业阶层分化明显;同时地位结构的中下部分更宽,呈现

整体的塔型分布。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职业地位结构表现为断裂的平均主义结构。 该时

期职业地位结构仅存在两到三个明显的波峰,且波峰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职业

地位结构断裂明显;而职业地位极差和职业熵在这一段均达到最低峰值。 伴

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社会运动的开展,对阶级和身份制度差

异的强调与身份群体内部的地位均等化并存。
20 世纪 80 年代后的职业地位结构表现为相对连续的纺锤型结构。 改革

开放初期,社会结构迅速变化,不同职业间的区隔程度渐趋减小,地位极差和

职业熵不断增大,意味着社会分化迅猛加剧,不平等程度拉大,职业也变得多

样。 21 世纪以来,社会结构保持纺锤型并向更健康的形态发展。 一方面,四
分位距更为集中,社会结构的中间部分愈发聚集;另一方面,职业地位极差逐

渐缩小,特别是极低值不断提高,尾部分布不断稀疏,职业熵也显示职业分布

变得更多样和均衡。
社会结构分层形态一直是社会分层研究的经典议题,学者对不同时期的社

会分层形态做过各种概括和解读。 例如,孙立平提出“断裂化”观点,认为社会

分化成相互隔绝、差异鲜明的两部分(孙立平,2003);陆学艺等人提出“中产化”
观点,认为社会中间层日益壮大,底层和顶层逐渐缩小(陆学艺,2002)。 本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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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分化加大且存在明显的分层,这在 21 世纪初期

变得尤为明显。 但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保障的完善和更合理的收入分

配,社会分化得到有效控制,中间群体越来越庞大。

五、结　 语

社会学对社会结构的量化测量长期以来多倚靠宏观社会经济指标或微观社

会调查。 但由于时间、成本和测量方式的限制,指标的测量依然存在时间跨度有

限、测量维度单一、隐性指标不足等问题。 而大数据和机器学习为测量社会结构

提供了一条新的计算社会学路径:基于图书、史料、政策文件等文本大数据,使用

词嵌入等自然语言算法对不同历史时期相对稳定的话语形态进行量化测量,进
而反映深层次的社会结构、集体认知和社会观念。 基于“话语结构反映社会结

构”和“词语关系反映话语结构”的前提,本文对使用文本大数据测量社会结构

的方法合理性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通用的测量方法框架。
本文以“职业地位”为例,展示了 1940—2015 年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具体图

景。 分析结果显示,中国职业地位的变化呈现明显的时代特征,改革开放之后才

出现相对稳定的变化趋势。 从不同维度资源的整合情况看,社会地位的四大维

度不总是一致的,中国的职业结构呈现结构化和碎片化并存的特点。 从宏观的

社会地位结构变化看,中国的整体地位结构逐渐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多层分

化的塔型结构”转变为特殊时期的“断裂的平均主义结构”,再发展成改革开放

后的“相对连续的纺锤型结构”,总体结构向更合理的方向迈进。 而这些发现都

为以调查问卷为主的传统职业地位测量方法提供了重要的补充。
基于文本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的计算社会学路径实际上为社会结构的测量提

供了双重价值。 第一,直接测量主观社会结构的价值。 人类的文化认知、价值观

念、意识形态本就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但常常隐藏在非自觉的深层集体观念下

难以被有效测量。 作为人类文化观念的载体的文本大数据能直接反映人类的观

念结构。 第二,间接测量客观社会结构的价值。 由于观念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

对客观社会现实的反映,并且会进一步形塑客观社会结构,因此可以基于主观社

会结构的折射来间接测量客观社会结构。 这实际上能够在缺乏真实数据的情况

下为客观社会结构的测量提供很好的补充。 而不管是对主观还是客观社会结构

的测量,都可以基于文本大数据的属性,进一步在时间、空间和情境上拓展: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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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时间标签,对大历史跨度下的宏观结构变迁进行趋势分析;借助文本空间属

性,对跨区域的社会结构差异开展比较分析;基于文本的内容属性,对多维度、多
情境的社会结构进行立体深描。

但任何方法都有局限性,我们同样需要辩证地反思计算方法测量的挑战。
首先,文本中反映的主观社会结构和客观社会结构之间存在一定张力。 主观社

会结构可以间接折射客观社会结构,但并不能够完全代表真实的社会结构。 文

化观念是现实的反映,但同样受到文化传统、政治力量、经济环境、媒体建构等多

方面的影响,从而导致主观认知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偏差。 从另一方面来说,研究

和讨论主观结构和客观结构之间的差异,本身也是社会学的关键议题。 其次,文
本大数据的类型、叙事方式和时代发表特征可能带来潜在问题。 文本数据是分

析的基础,不同文本类型代表不同的话语场域和叙事主体,如政策文本、学术文

本、小说文本、新闻文本代表着不同群体的视角和叙事方式。 研究者也可以比较

不同叙事主体和话语场域下的结构差异。 同时,文本数据可能存在早期语料稀

缺和出版滞后问题,从而导致在时间回溯和新现象挖掘上的不足。 最后,以词语

为分析单位的测量方法可能存在偏差。 一方面,分析词表的选择需要准确细致,
但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另一方面,不同时代、区域存在特殊用词,且部分词语一词

多义,含义也可能随时间变化。 因此,分析应尽量选择意义单一、词义稳定的词

表,同时使用多个大样本词语来保证分析的稳健性。
本文并不主张使用文本大数据和社会计算的方法来代替传统社会调查的价

值。 作为一种间接的测量手段,该方法可能不如调查那样直接和准确,但却能够

在缺乏问卷数据的情况下为社会结构的测量提供很好的补充,特别是能够在宏

观大时空尺度下对多维度社会结构进行全局测量和比较分析(陈云松,2022b)。
放眼看来,中国近百年间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社会结构的变迁涉及各个

领域,这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宝贵案例。 开展以中国为对象、以中国

为方法、以中国之治为旨趣的研究,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议题(陈云

松,2025)。 但中国的量化社会调查起步较晚,许多历史社会指标时常无迹可寻。
这份独特的宝贵财富不能因此被埋没,扎根于丰富文本大数据的社会结构测量

方法无疑为处于知识生产后发进程中的中国社会学建设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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